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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制造业出口企业面板数据从多中心结构视角探讨了区
域空间结构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多中心结

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Ｕ型特征，在区分了企业所处城
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和生产规模的差异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本文测算

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大约有１／３省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已处于随多中心结构发展而
上升的阶段。此外，区域内多中心城市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流

动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关 键 词 多中心结构　全球价值链　Ｕ型关系　中介效应

一　引言

随着全球贸易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已成为出口竞争力高低的

综合反映。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

易强国建设。同时，大量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出口规模影响的研究证明了城市结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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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外部性与出口竞争力之间的重要联系（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和 Ｋｎ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８；佟家栋和刘竹

青，２０１４）。党的十八大强调的长期推进城镇化发展，为中国从城市空间结构视角塑

造贸易强国提供了契机。在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经济活动不断向区域中心城

市集中，企业出口活动也借助空间集聚实现了显著扩张（陈旭等，２０１６），但出口规模

的扩张并不意味着中国贸易竞争力和话语权得到了提升与强化。随着全球专业化分

工的不断深入，各国会更加重视其所处的价值链地位而非单纯的出口总量。

在企业出口规模与空间集聚之间的密切联系已得到深入考察的背景下，衡量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区域空间集聚之间的关系就值得我

们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大中型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快速发展，以及大量

生产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的迅速汇聚带来的空间挤出效应，使得中国区域空间形态逐

渐向多中心城市网络演化。在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深化和复杂的趋势下，以城市网络为

依托、以产业集群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竞争力新模式日益凸显，区域内由众多城市构

成的多中心网络打破了城市之间的行政和市场藩篱，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地理尺度上实

现了生产的整合。关注多中心结构的动态外部性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

的影响，有助于从打造贸易强国视角来理解、制定和完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

在全球价值链地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的过程中，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始终是重要的

研究内容之一。根据测算方法不同，可将已有文献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行业

或国家宏观层面的测算。比如唐东波（２０１２）较早运用中国海关数据，将微观产品－企

业数据加总至行业层面，在 Ｈｕｍｍｅｌｓ等（２００１）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投入产出表测算出

中国各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随后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３）、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０１４）及戴翔

等（２０１７）运用宏观数据进一步衡量了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第

二类则是基于企业层面的测算。Ｕｐｗａｒｄ等（２０１３）通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

据合并测算出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发现加工贸易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比非

加工贸易低５０％。张杰等（２０１３ａ）、Ｋｅｅ和Ｔａｎｇ（２０１６）及崔晓敏等（２０１８）在考虑了贸

易中间代理商、原材料进口成分等基础上对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了测算。

关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Ａｎｔｒａｓ等（２０１２）构建了上游度指数并考察了美

国和其他ＯＥＣＤ国家在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变迁，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环境的改善以

及熟练劳动力的增加反而进一步将制造业产业价值链下游行业锁定在价值链低端。

与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研究结论相反，关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

表明，技术水平是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汤碧，２０１２）。马风涛（２０１５）

与戴翔和刘梦（２０１８）进一步指出，不仅是技术水平，熟练劳动力投入以及人才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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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匹配也是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因素。此外，扩大本土市场规模也是

深化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戴翔等，２０１７）。从微观视角出发，郑丹青

和于津平（２０１４）研究指出，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以及政府补贴均是提升中国出口企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关于空间外部性与产业出口竞争力及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关研究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探索。如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指出产业活动的集中

是由市场竞争所致，集聚反而有助于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等（１９９６）基

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区域内大量企业的集聚能够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以及技

术溢出提升产业的技术和创新水平，进而提高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李翠锦和荆逢

春（２０１５）从商业信用视角验证了空间集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

强化作用。在此过程中，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也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实现提升

（吕越等，２０１７ａ）。此外，刘奕等（２０１７）从产业协同视角切入，从生产性服务业层面证

明了空间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推动作用。

然而，目前关于空间集聚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考察空间结构外部效应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主要落脚于出口二元

边际，以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城市结构之间关系的问题

却鲜有涉及。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和Ｋｎ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８）研究了集聚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出口企

业的聚集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推动其他企业的出口扩张。集聚经济对企业出

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得到了 Ｋｒａｕｔｈｅｉｍ（２０１０）与佟家栋和刘竹青（２０１４）的检验与

证实。此外，过度竞争、要素供不应求等拥挤效应也会伴随经济的集聚而出现。Ｋｏｅ

ｎｉｎｇ等（２０１０）与陈旭等（２０１６）的研究显示，当城市集聚经济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企业

的出口绩效并不能从集聚经济中获益。基于出口视角的过度集聚现象也得到了证实。

随着单中心的城市结构逐渐出现过度集聚现象，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和 Ｑｕｉｇｌｅｙ（２００４）提

出，对于拥有大城市的地区，在不损耗空间外部经济效应的前提下逐渐打造多中心的

城市网络是提高空间外部效应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以及第二、三

产业协同并进的背景下，国内部分地区也逐渐形成了服务业集聚于中心城市、制造业

分布在周边次级城市的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Ｑｉ和 Ｌｉｕ，２０１５）。刘修岩等（２０１７ａ）研

究发现，相比于一城独大的单中心结构，省域范围内的多中心结构更有助于经济效率

的持续提升。然而，有学者指出，多中心结构并未对生产效率产生明显促进作用。比

如，Ｖｅｎｅｒｉ和Ｂｕｒｇａｌａｓｓｉ（２０１２）的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单中心集聚，多中心的区域结

构损害了区域内的劳动生产率。张浩然和衣保中（２０１２）基于城市群与经济效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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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从多中心结构视角探讨

了区域空间集聚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动态影响，对集聚与贸易竞争力领域的相关

研究进行补充；二是深入分析了多中心结构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作用机

制，为更好理解通过构建多中心的区域结构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路径提供了证

据；三是采用河流密度、地表坡度和地表粗糙度作为多中心结构的工具变量，以克服集

聚与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多中心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

并提出假说；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指标构建；第四和五部分是经验检验与机制分

析；最后是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本文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般来说，多中心空间结构往往是由区域内中心大城市和周边城市在共同扩张过

程中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中心城市为一级枢纽、周边节点城市为二级枢纽的多中心城

市网络。尽管成熟的多中心结构能够借助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市之间的功能

互补实现区域内经济效应的最大化，但在中国整体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背景下，多

中心结构形成初期更多表现为明显的城市蔓延现象（王钊和杨山，２０１５）。蔓延的城

市结构往往会稀释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降低生产效率（Ｆａｌｌａｈ等，２０１１；秦蒙和刘修岩，

２０１５），特别是基于出口视角，中国城市密度尚未达到最优水平（陈旭等，２０１６），区域

多中心城市网络形成初期的蔓延反而不利于当地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陈旭等，

２０１８），会抑制当地企业的贸易竞争力及其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此外，在区域多

中心结构形成初期，区域内城市之间合作和分工的层级关系尚未充分形成，导致从中

心城市迁移至周边城市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未能快速有效提升（张浩然和衣保中，

２０１２）。加之区域内原有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由于集聚水平的下降而有所减少，最终

导致区域内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可能并未受到多中心空间溢出效应的积极影

响，甚至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万庆和曾菊新（２０１３）指出，城市网络中多数城市的

产业竞争力尚未充分利用其他城市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原因在于，多数地区的城市

网络呈“大城市发展不足，中小城市过多”的失衡状态（袁志刚和绍挺，２０１０）。

随着区域内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多中心结构的日趋成熟，城市间

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大大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生产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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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和Ｑｕｉｇｌｅｙ，２００４）。加之中国区域内中心城市往往也是众多高校及科研机

构的主要聚集地，周边众多中小城市能够借助中心城市的知识外溢和自身集体学习，

实现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获取和运用（Ｇｌｅａｓｅｒ，１９９９），提升区域内出口企业的整体技术

水平和贸易附加值率。此外，魏后凯（２００７）指出，成熟的城市网络主要表现为价值链

的不同环节以及模块等在城市间分离，城市网络的演化过程往往伴随着产业升级和全

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不仅如此，区域内中心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生产性服务行业，城

市外围乃至周边中小城市则承担了大量的制造业生产，不同行业在不同区位之间的协

同分工和互补避免了制造业在早期由地理距离带来的搜寻和协调成本（Ｍｕｋｉｍ，

２０１５），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等因此得以逐步改善，最终实现全球价值

链地位的提升。张少军和刘志彪（２０１７）进一步指出，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城

市网络协同升级的关键在于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大城市与中

小城市、服务业和制造业等相融合。刘奕等（２０１７）则运用城市面板数据证实了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１。

假说１：多中心结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可能存在先抑后扬的 Ｕ型特

征，即在区域多中心结构形成初期并不利于当地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高；直至

多中心结构达到一定程度，其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才会逐渐显现。

进一步来看，多中心结构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实现机制是什么？通过

相关文献梳理，本文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机制概括为以下途径：一是市场一体化；二是

要素流动加快；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首先，在市场一体化方面。现有研究表明，市场分割是阻碍中国经济效率和资源

配置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９），全球价值链地位由此受到削弱（吕越

等，２０１８）。张杰等（２０１３ｂ）与赵玉奇和柯善咨（２０１６）的研究均指出，中国市场分割对

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扭曲激励作用，导致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反而

转向国际市场。在此环境下，区域内出口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受到市场分割的明显

制约。此外，在由市场分割造成有限本土市场规模和外部规模经济下，企业的全球价

值链地位受到损害（吕越等，２０１７ｂ）。相比之下，多中心城市网络在形成过程中逐步

打破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要素、科学技术乃至市场信息的传播和溢出，不仅在城市内

部，相互邻近的城市之间也能够享受彼此的集聚经济效应（Ｂｕｒｇｅｒ等，２０１５），区域内出

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将从中受益。张学良等（２０１７）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分

工协作能显著改善区域生产效率并降低市场分割程度。原倩（２０１６）也指出，多中心

城市网络能够发挥正向溢出的关键途径是疏解中心城市的市场拥挤和促进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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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因此，多中心结构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市场一体化。

其次，在加快要素流动方面。单中心结构由于选择效应的存在，大量优质生产要

素会向区域内的中心城市集中（吴福象和刘志彪，２００８）。若不进行合理分配和引导，

区域内大量非中心城市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收益将会因优质生产要素的流失而下降，地

区的整体全球价值链地位也相应受到抑制。为此，陆铭和向宽虎（２０１４）提出通过“动

人”和“动钱”的方式消除不同发展水平城市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进而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和贸易竞争力。同时，要素流动加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商品流动顺畅，在

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较为成熟的多中心城市网络中，区域内企业要素配置半径缩短，产

品综合生产成本降低，出口部门的要素收益和全球价值链地位随之提升（刘志彪和于

明超，２００９）。多中心结构有助于形成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联系紧密且分工有序的

城市网络，加快人力、物力以及信息的流动和共享（Ｇｌｅａｓｅｒ等，２０１６），实现全球价值链

地位与区域内空间溢出的良性互动（邵朝对和苏丹妮，２０１７）。

最后，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改进全要素生产率是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地位的关键途径之一（吕越等，２０１７ａ）。而在多中心结构形成过程中，区域内生产效

率的显著提升是多中心城市网络正向溢出的主要体现之一。Ｂｕｒｇｅｒ等（２０１５）基于

Ａｌｏｎｓｏ（１９７３）提出的“规模借用”理论认为，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的生产效率能在享受

大城市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的同时，避免集聚的成本。Ｍｅｉｊｅｒｓ等（２０１６）则进一步指

出，这种“规模借用”发生的前提是区域内城市需要形成层次分明、协作有序的多中心

城市网络。对于中国区域城市网络同样如此，随着多中心结构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大

量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分布在围绕中心或次级中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而服务业则逐

步向中心大城市集聚（孙斌栋等，２０１７）。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地理上的合理分布和结

合，极大促进了区域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宣烨和余永泽，２０１７），企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由此得以提升（刘奕等，２０１７）。由此，本文提出假说２。

假说２：区域内多中心城市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３种途径提高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借鉴Ｋｅｅ和Ｔａｎｇ（２０１６）的方法，将出口企业中间投入划分为

国内和国外中间品投入，并将多中心结构及其带来的外部效应引入出口企业的生产过

程，通过构建利润最大化模型推导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一）劳动者（消费者）效用模型为：

Ｕ＝［∫ｉ＝Φｑ（ｉ）ρｄｉ］
１
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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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０＜ρ＜１，κ＝ １１－ρ
＞１表示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ｑ（ｉ）表示商品ｉ的消费数

量，Φ表示消费商品的集合。我们用Ｑ表示生产商品数量总和，Ｐ表示商品的整体加

权平均价格，商品ｉ的需求函数表达式为：

ｑ（ｉ）＝Ｑ ｐ（ｉ）[ ]Ｐ
－κ

（２）

　　（二）生产者利润模型

由于在出口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涉及进口中间品的投入，为此，借鉴 Ｈａｌｐｅｒｎ等

（２０１５）的方法，本文将中间品纳入至传统的科布－道格拉斯（Ｃ－Ｄ）生产函数：

ｑ＝ＴＫαＬβＭγ （３）

　　其中，Ｔ为全要素生产率，Ｋ和 Ｌ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Ｍ为中间品投入，包括进

口中间品投入（ＭＩ）和国内中间品投入（ＭＤ）。α、β和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中间品

投入的所得占总产量份额，且α＋β＋γ＝１。

Ｍ ＝（Ｍ
σ－１
σ
Ｄ ＋Ｍ

σ－１
σ
Ｉ ）

σ
σ－１ （４）

　　其中，σ为替代弹性且σ＞１。假设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为ＰＩ，τＩ表示产品在国际

运输中的冰山成本。出口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仅要经历国际环节，也要经过国内环

节。为此，我们把区域简化为企业所在区域和其他区域这两部分，企业从其他区域购

买国内中间品的价格为ＰＤ，国内区域之间中间品的贸易成本为 τＤ。由此我们可得中

间品投入价格表达式：

ＰＭ ＝［（τＤＰＤ）
１－σ＋（τＩＰＩ）

１－σ］
１
１－σ （５）

　　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区域多中心结构形成初期，中心城市资源流出导致的集聚经

济稀释效应高于城市之间的协同效应，进而引发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成本（τＤ）上升；另

一方面，随着多中心城市网络的逐渐成熟，区域内出口企业借助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

加快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大大降低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成本（τＤ），在产品价格没有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出口国内增加值因此上升。因此，τＤ＝Ｆ（χ，ｉｎｔｅｇ，ｇｏｏｄｓ，ｔｆｐ），且

τＤ
χ
＞０，

τＤ
ｉｎｔｅｇ

＜０，
τＤ
ｇｏｏｄｓ

＜０，
τＤ
ｔｆｐ
＜０。其中，χ表示多中心结构形成过程中的负向外

部性，ｉｎｔｅｇ表示市场一体化，ｇｏｏｄｓ表示要素流动，ｔｆｐ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若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其成本（Ｃ）须满足如下条件：

ｍｉｎＣ＝ＰＭＭ＋ｗＬ＋ｒＫ　　　ｓｔＴＫαＬβＭγ ＝ｑ （６）

　　其中，ｗ和ｒ分别表示劳动者工资和资本利率。根据（６）式，通过构建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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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可以得到企业生产成本的表达式：

Ｃ＝ｑＴ
ｒ( )α

α ｗ( )β
β ＰＭ( )γ

γ

（７）

　　结合（２）和（７）式有：

Ｃ（ｑ）
ｐｑ ＝ １－１( )κ （８）

　　根据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ＤＶＡＲ）的内涵，其表达式为：

ＤＶＡＲ＝
ｐｑ－τＩＰＩＭＩ

ｐｑ ＝１－
τＩＰＩＭＩ
ＰＭＭ

ＰＭＭ
Ｃ（ｑ）

Ｃ（ｑ）
ｐｑ ＝１－γ１－１( )κ

τＩＰＩＭＩ
ＰＭＭ

（９）

　　根据（４）式，企业若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中间投入要满足 ｌｎ
ＭＩ
Ｍ( )
Ｄ
／ｌｎ

τＩＰＩ
τＤＰ( )

Ｄ
＝σ。

由此，（９）式可以变化为：

ＤＶＡＲ＝１－γ１－１( )κ ／１＋
τＩＰＩ
τＤＰ

( )
Ｄ

σ－

[ ]
１

（１０）

　　通过对多中心结构的外部效应分别求偏导来判断该结构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之

间的关系。在这之前，首先对国内中间品贸易成本（τＤ）求偏导：

ＤＶＡＲ
τＤ

＝－γ１－１( )κ （σ－１）
ＰＤ（τＤＰＤ）σ

－２（τＩＰＩ）σ
－１

［（τＤＰＤ）σ
－１＋（τＩＰＩ）σ

－１］２
＜０ （１１）

　　结合τＤ＝Ｆ（χ，ｉｎｔｅｇ，ｇｏｏｄｓ，ｔｆｐ）以及（１１）式可得：

ＤＶＡＲ
χ

＝ＤＶＡＲ
τＤ

×
τＤ
χ
＜０，ＤＶＡＲ

ｉｎｔｅｇ
＝ＤＶＡＲ
τＤ

×
τＤ
ｉｎｔｅｇ

＞０，

ＤＶＡＲ
ｇｏｏｄｓ

＝ＤＶＡＲ
τＤ

×
τＤ
ｇｏｏｄｓ

＞０，ＤＶＡＲ
ｔｆｐ

＝ＤＶＡＲ
τＤ

×
τＤ
ｔｆｐ

＞０。

　　通过以上推导我们发现，在区域多中心城市网络形成初期，若负向外部效应占主

导地位，此时区域内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反而受到多中心结构的抑制；随着城

市网络的逐渐成熟，负向效应逐渐消退，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加快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等正向外部效应逐渐显现，区域内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得以提升。

三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一）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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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ｍｓ，ｔ＝φ０＋φ１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ｍｓ，ｔ－２＋φ２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２
ｍｓ，ｔ－２＋φ３ｉｎｔｅｇｍｓ，ｔ－２

＋φ４ｇｏｏｄｓｍｓ，ｔ－２＋φ５ｒａｉｌｗａｙｍｓ，ｔ－２＋φ６ｔｆｐｍｓ，ｔ－２＋φ７ｓｕｂｓｉｄｙｍｓ，ｔ－２
＋φ８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ｓ，ｔ－２＋μｔ＋ιｓ＋ｈ＋εｍｓ，ｔ－２

（１２）

　　其中，ＤＶＡＲｍｓ，ｔ表示省份ｓ的出口企业ｍ在ｔ年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即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表示省份ｓ的多中心结构指数，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表示多中心结构指数的

平方项。μｔ、ιｓ和ｈ分别表示年份、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同时，本模型分别从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设定了若干控制变量。在宏观

层面，ｉｎｔｅｇ表示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参照盛斌和毛其淋（２０１１）的方法，

将各省份商品按照种类进行划分，然后计算市场分割水平并对其取倒数和开平方。

ｇｏｏｄｓ表示企业所在省份的要素流动水平，本文用各省货运量来表示（刘修岩，

２０１７ｂ）。ｒａｉｌｗａｙ表示企业所在省份的铁路密度，以反映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本文

用各省铁路运营里程与面积之比来衡量①。在微观层面，ｔｆｐ表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用ＬＰ法计算得到。ｓｕｂｓｉｄｙ表示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若获得补贴，取值为１，否

则为０。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表示企业的资本深化水平，本文以人均固定资产来衡量。模型控制

了企业所在年份、省份以及行业的固定效应（μｔ、ιｓ和ｈ）。

考虑到区域多中心结构的外部性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往往存在一定

的滞后，同时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将

解释变量的滞后２期带入回归方程②。此外，为避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异方差，除核

心解释变量和虚拟变量外，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

（二）指标构建

１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根据生产法，企业生产增加值为生产总额减去中间投入，即：

Ｖｍ ＝Ｙｍ －Ｍｍ （１３）

　　其中，Ｖｍ表示企业ｍ的生产增加值，Ｙｍ表示企业ｍ的生产总值，Ｍｍ表示企业ｍ的

中间投入合计。同时，中间投入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因此，（１３）式可表达为：

Ｖｍ ＝Ｙｍ －ＭＤｍ －ＭＩｍ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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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同时使用省份内的高速公路密度体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水平，所得回归结果与铁路密度一致，限于

篇幅未报告，备索。

本文也在滞后１和３期的情况下进行了回归估计，但除了在滞后１期时，多中心指数在个别回归结果显
著性略有降低外，整体而言，滞后１－３期所得结论没有本质区别。鉴于滞后３期会大大减少回归样本数量，本文
就折衷选取了滞后２期的结果展示于文中。此外，根据现实直觉，区域空间形态从发生变化到影响企业贸易，１
年的时间可能偏短。



　　其中，ＭＤ表示中间投入中来自国内的部分，ＭＩ表示中间投入中来自国外的部分。

根据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０１０）的研究，一国出口总额等于出口贸易的国内增加值、国外

增加值以及中间品出口中国内增值部分回国价值的总和，因此有：

ＶＡｍ ＝ＥＸｍ －ＶＦｍ －ＶＦＤｍ （１５）

　　其中，ＶＡ表示出口国内增加值，ＥＸ表示出口总额，ＶＦ表示出口总额中的国外增

加值，ＶＦＤ表示国内增加值以中间投入产品的形式出口后再次返回国内的部分。

由（１３）－（１５）式可得：

ＶＡｍ ＝
ＥＸｍ
Ｙｍ
×（Ｖｍ ＋Ｍｍ）－ＶＦｍ －ＶＦＤｍ ＝

ＥＸｍ
Ｙｍ
×Ｖｍ

＋
ＥＸｍ
Ｙｍ
×（ＭＤｍ ＋ＭＩｍ）－ＶＦｍ －ＶＦＤｍ （１６）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０１０）指出，企业出口中的国外部分可以用国外提供的中间投入来

表示，即
ＥＸｍ
Ｙｍ
×ＦＭｍ＝ＶＦｍ＋ＶＦＤｍ。等式左边表示企业出口中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

等式右边表示企业出口中的国外部分。因此，（１６）式可以进一步写为：

ＶＡｍ ＝
ＥＸｍ
Ｙｍ
×（Ｖｍ ＋ＭＤｍ） （１７）

　　因此，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可以表示为：

ＤＶＡＲｍ ＝
ＶＡｍ
ＥＸｍ

＝
Ｖｍ ＋ＭＤｍ
Ｙｍ

（１８）

　　（１８）式的关键内容则是企业中间投入中的国内部分，借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０６）的测算方法：

ＤＭｍ ＝λＭｍ （１９）

　　其中，λ表示企业中间投入中的国内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考虑到企业国内中间

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无法直接获得，假设同种进口品的投入比例相同，进口投入和国

内中间投入的比例等于产成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相等这种前提假设，可以得出

每个行业的进口中间投入比例是一致的①。行业中间投入中的进口比例ξ＝行业的进

口／（行业产出＋行业进口－行业出口）②。因此，用矩阵ξｎｎ乘以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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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无法获取２００６年以后的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本文便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来计算进口中间投入。
由于国内投入产出表每５年公布一次，本文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及２０１２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行业的中间品

进口投入比例，进而得出中间品国内投入比例。之后分别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及２０１２年的中间品国内投入比例来分别
计算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及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的国内各行业中间投入。



得到中间投入的进口投入系数矩阵ＡＩＭ，如（２０）式所示。

ξ１１ ξ１２ … ξ１ｎ

ξ２１ ξ２２ … ξ２ｎ

   

ξｎ１ ξｎ２ … ξ













ｎｎ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ｎ

   

Ａｎ１ Ａｎ２ … Ａ













ｎｎ

＝

Ａ１１ＩＭ Ａ１２ＩＭ … Ａ１ｎＩＭ

Ａ２１ＩＭ Ａ２２ＩＭ … Ａ２ｎＩＭ
   

Ａｎ１ＩＭ Ａｎ２ＩＭ … Ａｎｎ













ＩＭ

（２０）

　　再根据ＡＩＭ＋ＡＤＭ＝Ａ，可以计算出中间投入的国内投入系数矩阵ＡＤＭ。

ＡＤＭ ＝Ａ－ＡＩＭ （２１）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出口国内

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

　　根据（１９）式行业层面的中间投入中

国内投入系数，与相对应企业的中间投入

相乘得到企业中间投入的国内部分。最

终根据（１８）式测得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

值率。

出口增加值率的描述性统计见图１，

中国企业的算术平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从２００１年的 ６０７９％增长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７５４５％。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０年中国出

口国内增加值率明显下降，可能是由全球金融危机所致①。总体来看，本文所得的企

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同张杰等（２０１３ａ）与吕越等（２０１８）的计算结果和变化趋势较为

接近，这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本文测度结果的准确性。

２多中心结构指数。区域多中心结构指数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运用城市

夜间灯光数据从区域“形态”视角测算其多中心结构水平。借鉴Ｍｅｉｊｅｒｓ和Ｂｕｒｇｅｒ（２０１０）

的方法，本文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来测度区域的多中心结构指数：

ｌｎＲｃ，ｔ＝Ｇ０－ＧｌｎＬｉｇｈｔｒ，ｔ＋ε （２２）

　　其中，Ｒ表示城市ｃ在ｔ年的灯光亮度在全省范围内的排名，Ｌｉｇｈｔｒ，ｔ是 ｔ年第 ｒ位

的城市的夜间灯光亮度，Ｇ０是常数。在对各省内每个城市的夜间灯光亮度进行由高

到低排序之后，运用（２２）式对每年每个省份中的地级市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并得到系

数Ｇ，即为多中心结构指数。当Ｇ＜１时，表明省份内的中心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全省呈

现较为明显的单中心集聚结构；当Ｇ＞１时，表明省份内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较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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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及２００９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缺失企业中间投入数据，导致这３年的出口国内增加
值率无法计算。因此，本文研究样本也未包含这３年数据。



散，呈现一定程度的多中心模式。同时，为了使得不同省份的多中心结构指数具有可

比性，根据Ｍｅｉｊｅｒｓ和Ｂｕｒｇｅｒ（２０１０）的研究，本文将中国各省份中排名前２－４位的城市

分别进行回归估计，将所得系数Ｇ取平均数作为多中心结构指数。表１展示了中国多

中心指数排名前１０位的省份。

表１ 中国多中心结构指数前１０位省份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１年

广东 ３７３５ 广东 ２８８６ 山东 ２６１２

山东 ３１５０ 山东 ２４４５ 广东 ２４７７

福建 ２０１０ 福建 ２０１６ 江苏 ２１１６

内蒙古 １７４９ 江苏 １９４５ 内蒙古 ２０６９

安徽 １４９３ 内蒙古 １７０１ 福建 １９５５

河南 １４８５ 安徽 １４７２ 安徽 １７００

江苏 １３８０ 山西 １３８０ 江西 １４４６

山西 １３２７ 河南 １３６３ 宁夏 １４１５

湖南 １３１６ 江西 １３００ 河南 １３８７

河北 １３１４ 宁夏 １１７７ 山西 １３４６

　　说明：表中数据是每个省份对应的多中心结构指数，经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ＤＳＭＰ／ＯＬＳ全球夜

间灯光数据库，年份跨度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但由于重要指标的缺失，未包含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及２００９年这３年数据。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西藏、新疆、青海以及海南数据缺失，

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是直辖市，本文的研究样本剔除了这８个地区。同时，研究

样本剔除了企业固定资产、从业人数等指标为负数的异常值，最终获得２３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３０５２７６家制造业出口企业样本。

四　经验检验与分析

（一）全样本检验

本文分别运用控制了年份、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ＯＬＳ）估计以及

工具变量（ＩＶ）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同时，为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

关，本文在回归过程中采用了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差，全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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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从第（１）和（２）列可知，多中心结构指数一次项和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

负和为正。这意味着尽管从短期来看中国区域多中心结构的逐步形成抑制了制造业

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但从长期来看，二者关系存在显著的Ｕ型特征。为验证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本文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和以变换的首位度指数

替代多中心结构指标２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第（３）－（６）列。在运用

ＩＶ法估计过程中，我们使用各省地表粗糙度、地表坡度以及河流密度作为区域多中心

表２ 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全样本检验

ＯＬＳ估计 ＩＶ估计 变换的首位度指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１８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
－１３２９０

（１５５８）
－５５３１

（０５６６）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ｔ－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８２５９

（０９５６）
３４２５

（０３４６）

ｉｎｔｅｇｔ－２
０３６７

（０００６）
０３４５

（０００７）
０３６０

（０００７）

ｇｏｏｄｓｔ－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２
０１８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２）

ｔｆｐｔ－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ｔ－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０６８０

（００３０）
－１５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８４１

（００２９）
－０５７６

（００３５）
５８５７

（０６１９）
１４７３

（０２２４）

Ｒ２ ０４００ ０４３０ ０３９８ ０４１４ ０３８２ ０４０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５６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５６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５６８

　　说明：、、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里的值是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差，所
有回归都控制了年份、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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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指标的工具变量。在变换首位度指数的测度方面，本文借鉴刘修岩等（２０１７ｂ）的

研究，用１减去省内最大规模的城市灯光亮度占全省灯光亮度的比例获得。我们发

现，第（３）和（４）列多中心结构指标一次项和平方项估计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前文

保持一致。在变换首位度指数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多中心结构之间

的Ｕ型关系依然存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是合理且恰当的。

由此验证本文假说１。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多中心结构形成过程中，短期内将不可避免的

产生较为明显的城市蔓延现象，由于中国城市规模和密度尚未达到最优水平，过快无

序的蔓延会削弱城市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的释放（秦蒙和刘修岩，２０１５），当地企

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也将因外部经济效应的衰退而下降。从长期看，随着区域内多

中心城市网络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城市网络空间正外部性日益明显并超越多中心结构

形成初期对集聚经济的“稀释”，逐步带动区域内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乃至生产效率

的提升，进而增加了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区域内整体全球价值链地

位因此随之提高。最终使区域内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随多中心结构的形成

和发展表现出先降后升的Ｕ型变化趋势。

在控制变量方面，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流动的加快均能够对制造业

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积极影响。铁路密度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区域内制

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其原因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降低企业生产

成本，加之人口流动带来的人才红利，最终体现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深化。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政府补贴指标的估计系数同样

显著为正，表明获得补贴的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原因可能在于政

府补贴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贸易收益（马述忠等，２０１７）。此外，人均

资本指标的估计系数意味着企业资本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

既然区域多中心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呈现 Ｕ型关系，那么中国各地区的

多中心结构水平目前处于曲线的哪一阶段？为此，本文根据基准回归结果计算了多中

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由抑制转为推动的拐点，并找出中国已经跨越拐点的省

份，具体见表３。可以发现，中国超过拐点的省份在逐渐增加。比如２００２年中国超过

拐点省份包括山西、江苏、河南、安徽等８个地区；相较之下，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超过拐点

的省份数量增加至１０个。但仍然有超过一半的省份位于曲线左侧。这意味着中国在

城市网络建设上还有巨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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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超过拐点的省份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山西（１３３１） 河南（１３５０） 山西（１３４７） 山西（１３１８） 山西（１３４６）

河南（１４８５） 山西（１３８７） 河南（１３７０） 河南（１３８８） 河南（１３８７）

安徽（１４９３） 安徽（１４９０） 安徽（１４６２） 江西（１３８９） 宁夏（１４１５）

江苏（１５３４） 内蒙古（１６４９） 内蒙古（１８１８） 宁夏（１３９７） 江西（１４４６）

内蒙古（１７２９） 江苏（１７０５） 福建（１８４０） 安徽（１５８３） 安徽（１７００）

福建（２０４０） 福建（２０９９） 江苏（２０３２） 福建（１８６１） 福建（１９５５）

山东（３０４０） 山东（２９４０） 山东（２４６０） 内蒙古（２０４８） 内蒙古（２０６９）

广东（３６５０） 广东（３１１４） 广东（２６１６） 江苏（２１４１） 江苏（２１１６）

山东（２５０４） 广东（２４７７）

广东（２５０５） 山东（２６１２）

　　说明：数据经作者计算整理所得，括号里的值为省份所对应的多中心指数。

（二）基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区域内中心大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所处外部经济环境的差异，本文分别考察

和对比了多中心结构对不同规模城市中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估计结果

见表４①。我们可以发现，多中心结构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 Ｕ型影响特征

并不会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不同。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从出口视角来看，

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的集聚水平尚未达到最优水平，其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远

未充分发挥（陈旭等，２０１６）。对于区域内大城市而言，部分生产要素在多中心结构形

成初期可能会流向次级中心城市，集聚经济过早的稀释将损害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全球价值链地位自然也随之被削弱。中小城市在多中心城市结构尚未成熟的阶段中，

难以充分受益于核心大城市的正向溢出和辐射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成熟的多中心网

络带来更为合理的要素流动和重新分配，能够通过城市间的协同分工提升区域内城市

生产效率，区域内整体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也随之获得提升。因此，制造业企业

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多中心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均表现出显著的Ｕ型

特征。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前文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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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人口大于等于５００万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小于５００万人口则为中小城市。



表４ 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分城市检验

大城市 中小城市

ＩＶ ＯＬＳ ＩＶ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
－０２２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ｔ－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Ｒ２ ０４６６ ０４６５ ０４２２ ０４２４
样本量 ３６３２２ ３６３２２ ８５２４６ ８５２４６

　　说明：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具体回归结果，备索。后表同。

（三）基于行业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

不同行业由于自身要素密集度存在差异，行业中企业贸易利得受外部环境影响的

程度可能也不尽一致，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是否会由于企业所在行业差异而有所不

同？为此，本文参考谢建国（２００３）的研究，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及

技术密集型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５。其中，第（１）、（３）及（５）列展示 ＩＶ法下

的估计结果，第（２）、（４）及（６）列展示了ＯＬＳ法的估计结果。以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为

例，多中心指标一次项以及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分别显著为负

和为正，且该指标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样本中亦未发生变化。ＯＬＳ估计结

果与之类似，这从行业异质性层面再次验证了本文假说１，即区域内制造业企业的全

球价值链地位与区域多中心结构之间的Ｕ型关系不会因为行业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异

而发生变化。

表５ 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分行业检验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ＩＶ ＯＬＳ ＩＶ ＯＬＳ ＩＶ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１８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７）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ｔ－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Ｒ２ ０５３２ ０５４１ ０４０３ ０４１９ ０３３２ ０３５６
样本量 ３６３７２ ３６３７２ ４４７９５ ４４７９５ ４０４０１ ４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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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企业自身规模经济的存在，本文进一步根据企业规模将样本划分为大型、

中型及小型企业３组样本，相应的分样本估计结果见表６。以 ＩＶ法下的估计结果为

例，在大型企业样本中，多中心指标的一次项估计系数为 －０２２５，相应的平方项估计

系数为００５１，且二者均显著。在中小型企业样本中，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的影响特征与大型企业完全一致。这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区域多中心结构之

间的Ｕ型关系并不会因为企业规模的变化而变化。ＯＬＳ的估计结果同样如此，本文

再次从企业规模异质性层面验证了假说１。

表６ 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分企业规模检验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ＩＶ ＯＬＳ ＩＶ ＯＬＳ ＩＶ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
－０２２５

（０１２６）
－０３２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７）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２）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ｔ－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２）

Ｒ２ ０２２１ ０２８８ ０３１５ ０３４８ ０４５３ ０４６８

样本量 ３５６７ ３５６７ ２７００３ ２７００３ ９０９９８ ９０９９８

（五）基于变换首位度指数的分样本稳健性检验

在运用ＩＶ法和ＯＬＳ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进一步使用变换的首位度指

数（ｍｏｎｏｐｒｏ）替代多中心结构指标进行分样本检验，具体 ＯＬＳ回归结果见表７。在区

分了企业所在城市规模之后，变换的首位度指数及其平方项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

为正。第（３）－（５）列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一次项估计系数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中

均显著为负，相应平方项估计系数则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区分要素密集度之后的分行

业检验结果依然与前文结果相一致，变换的首位度指数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的Ｕ型影响特征并不会因为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根据第（６）－（８）

列可知，相比于前文相应的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分企业规模估计结果，

变换的首位度指数的估计系数方向与显著性同样未发生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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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ＯＬＳ和ＩＶ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文中仅展示了ＯＬＳ估计结果，其余备索。后同。



表７ 基于变换的首位度指数的分样本ＯＬＳ稳健性检验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ｍｏｎｏｐｒｏｔ－２
－２９５１ －０５１８ －２１３２ －４９３４ －２９４７ －１１７３ －３３９５ －６９７３

（０３９８） （００９６） （０４６４） （０４２１） （０３１４） （０４８４） （０４９２） （０９７３）

ｍｏｎｏｐｒｏ２ｔ－２
１８７４ ０３３４ １３１１ ２９８２ １８８０ ０７７２ ２１６１ ４２２９

（０２４７） （００６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７２） （０２１８） （０３１５） （０３０８） （０５８５）

Ｒ２ ０４５４ ０４２０ ０５３１ ０３９４ ０３２７ ０２６４ ０３１４ ０４５１

样本量 ３６３２２ ８５２４６ ３６３７２ ４４７９５ ４０４０１ ３５６７ ２７００３ ９０９９８

五　作用机制分析

在验证多中心结构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 Ｕ型关系之后，我们需

要进一步了解背后的联系机制。为此，本文借鉴马述忠和张洪胜（２０１７）的方法和思

路，首先将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多中心结构

对这３个中间变量的影响是否同样呈Ｕ型特征；其次将多中心结构与３个中间变量的

交互项分别引入基准计量模型，观察交互项估计结果；最后再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中间变量能否完全影响多中心结构与全体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相应的计量模型

设定见（２３）和（２４）式。

ｙ＝ν０＋ν１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ｍｓ，ｔ－２＋ν２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２
ｍｓ，ｔ－２＋ν３ｒａｉｌｗａｙｍｓ，ｔ－２

＋μｔ＋ιｓ＋ｈ＋εｍｓ，ｔ－２ （２３）

ｙ＝δ０＋δ１ｍｏｎｏｐｒｏｍｓ，ｔ－２＋δ２ｍｏｎｏｐｒｏ
２
ｍｓ，ｔ－２＋δ３ｒａｉｌｗａｙｍｓ，ｔ－２

＋μｔ＋ιｓ＋ｈ＋εｍｓ，ｔ－２ （２４）

　　其中，被解释变量ｙ包括市场一体化（ｉｎｔｅｇ）、要素流动（ｇｏｏｄｓ）以及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ｔｆｐ）的对数。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８。第（１）、（３）及（５）列展示了多中心指数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第（２）、（４）及（６）列展示了变换的首位度指数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以第（１）和（２）列为例，多中心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的一

次项和平方项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为正；第（３）－（６）列中的估计结果同样如此。

这意味着区域多中心结构对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

均表现出显著的先降后升的Ｕ型特征或趋势，与多中心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之间的关系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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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检验

市场一体化 要素流动 全要素生产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
－０３４１ －０８７２ －２５２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１７１）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ｔ－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０２ ０３６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９）

ｍｏｎｏｐｒｏｔ－２
－２１１０ －１８６８ －３０５８

（０１０６） （０７３９） （０４１０）

ｍｏｎｏｐｒｏ２ｔ－２
１４９７ ３２９５ １８９２

（００６７） （０４４４） （０２５８）

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２
０３６１ ０１３９ ０２６８ ０１３６ ０９２２ ０３４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８）

常数项
１８１６ ２１１２ ７３２４ ３３５６ ８９２０ ８５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９） （０３２０） （０６４３） （１７１２）

Ｒ２ ０８１１ ０７９６ ０８４７ ０５９９ ０７８２ ０７５６
样本量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根据本文的理论机制分析，如果多中心结构能够通过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

流动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提高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那么我们预计交

互项估计系数应显著为正，即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积极影响的释放。为此，本文将

多中心结构指数与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

归模型中，估计结果见表９。第（１）和（４）列多中心指数与市场一体化指数的交互项

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１３８和０１６１，且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多中心结

构能够通过区域内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对当地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

促进作用。类似的，多中心结构指数与要素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

均显著为正。由此，验证了本文假说２。

此外，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来对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现机制进行检

验，同时也能考察中间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是完全的中介效应。首先，根据表

８中多中心结构的估计结果计算出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３个变量的

拟合值。其次，以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将市场一体化、要素流

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拟合值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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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ｍｓ，ｔ＝η０＋η１Ｎ＿ｉｎｔｅｇｍｓ，ｔ－２＋η２ｒａｉｌｗａｙｍｓ，ｔ－２＋μｔ＋ιｓ＋ｈ＋εｍｓ，ｔ－２ （２５）

ＤＶＡＲｍｓ，ｔ＝０＋１Ｎ＿ｇｏｏｄｓｍｓ，ｔ－２＋２ｒａｉｌｗａｙｍｓ，ｔ－２＋μｔ＋ιｓ＋ｈ＋εｍｓ，ｔ－２ （２６）

ＤＶＡＲｍｓ，ｔ＝θ０＋θ１Ｎ＿ｔｆｐｍｓ，ｔ－２＋θ２ｒａｉｌｗａｙｍｓ，ｔ－２＋μｔ＋ιｓ＋ｈ＋εｍｓ，ｔ－２ （２７）

　　表９ 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制检验

ＩＶ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
－０５１２ －０７５５ －１２１８ －１１３４ －０２８３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２）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ｔ－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０ ０１４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ｉｎｔｅｇｔ－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８）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ｇｏｏｄｓｔ－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ｔｆｐｔ－２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１）

Ｒ２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１ ０３９６ ０４１５ ０４１９ ０４１７

样本量 １２１５６８ １２１５６８ １２１５６８ １２１５６８ １２１５６８ １２１５６８

其中，Ｎ＿ｉｎｔｅｇ、Ｎ＿ｇｏｏｄｓ和 Ｎ＿ｔｆｐ分别表示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

变量的拟合值。如果多中心结构先影响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

影响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那么预计η１、１和θ１的估计值将显著。最后，将企业出

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３个变量

的拟合值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２８）式所示。ＣＶ表示基准模型（１２）式中

的其他控制变量。

ＤＶＡＲｍｓ，ｔ＝ο０＋ο１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ｍｓ，ｔ－２＋ο２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２
ｍｓ，ｔ－２＋ο３Ｎ＿ｉｎｔｅｇｍｓ，ｔ－２

＋ο４Ｎ＿ｇｏｏｄｓｍｓ，ｔ－２＋ο５Ｎ＿ｔｆｐｍｓ，ｔ－２＋οＣＶｍｓ，ｔ－２＋μｔ＋ιｓ＋ｈ＋εｍｓ，ｔ－２
（２８）

　　如果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完全是通过市场一体化、要素

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３种途径实现，那么我们预计 ο３、ο４、ο５将显著而 ο１、ο２不显

著。

（２５）－（２８）式的估计结果如表１０所示。表中第（１）－（３）列市场一体化、要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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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拟合值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

高能够促进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加快和全要素生产率改善，进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

链地位。根据第（４）列回归结果发现，多中心结构与中间因素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且系数方向与前文保持一致。这表明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和全要素生产

率虽然是多中心结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完全的中介效应。

表１０ 多中心结构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中介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Ｎ＿ｉｎｔｅｇｔ－２
０４１５ ０３６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Ｎ＿ｇｏｏｄｓ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

Ｎ＿ｔｆｐｔ－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９）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２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Ｒ２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９ ０３８８

样本量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探讨了区域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

究结论如下：（１）多中心结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呈显著先

抑后扬的Ｕ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及企业生产规模之后的检验结

果依然稳健。（２）在样本期内，超过拐点的省份逐渐增加，主要包括广东、福建及江苏

等多中心网络相对成熟的地区，但仍然有超过一半的省份位于Ｕ型曲线的左侧，这意

味着中国在城市网络的塑造方面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３）多中心结构主要通过推

动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３种途径提高中国出口企业的全

球价值链地位，且三者能够在多中心结构形成过程中发挥明显的正向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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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应当逐步有序地加强多中心城市网络建设，避免出现中

心城市过于庞大所带来的资源过度集中，导致区域内整体全球价值链地位边际增长的

空间受限。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加强城市之间连接

性基础设施建设。多中心结构能够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前提是区域内要素的

充分流动以及市场分割减弱等。加强和完善城际基础设施有助于城市空间外部经济

效应的传播和扩散。二是巩固区域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城市体系较为成熟的发达

国家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同产业会在不同层级的城市中进行合理布局。

打造区域多中心结构需要不同层级的城市来维系合理的产业分工，这就需要保持中心

城市的主导地位。三是提高区域内落后城市的多中心构建参与度。区域内相对落后

的城市应当将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区域多中心网络构建的需求进行合理对接，积极融入

至以中心城市为主、周边中小城市作为次级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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